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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故事”

白文刚

摘　 要:近十多年来,“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讨论中国发展,建构中国

国家形象的一个热门概念,但中国在对内、对外传播中却尽量避用这一概念,把这一概念的

解释权拱手让给了西方。 总体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大体分三种类型:第一

种是承认其存在并对其持积极肯定的态度;第二种是承认其存在,但对其持否定的态度,特
别是将其视为对所谓“西方模式”的挑战和威胁而予以激烈批判;第三种是根本否定“中国

模式”的存在,傲慢地认为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发展模式。 准确理解和正确回应西方对

“中国模式”的评价,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野切入。 从文明传播的视野来看,西方国家对“中

国模式”的评价从根本上来说基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立场,是大国竞争世界史观和

文明冲突观念的产物,既显示了其极其自负的文明优越感,又展现出其强烈的文明衰落焦

虑。 基于这样的传播语境,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应该积极准确地使用“中国模式” 这个概念。
这既是回应国际话语,争夺“中国模式”话语解释权的需要,更是讲清楚中国故事,展示文明

自信的需要———“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不仅能够涵盖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而且还

可以涵盖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因素的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方向的必然性,鲜明地展示了中

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和中华民族由文明自卑走向文明自信的精神状态。 在运用“中国模式”
讲述中国故事时须从基于长时段、更符合人类文明传播史实质的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出

发,以便突破基于短时段和西方近代文明特点的大国竞争旧世界史观带来的话语困境,准
确地辨明“现代中国”这一概念中包含的“中国的现代”和“现代的中国”这一关涉现代中国

根本发展思路关键问题的相互关系,更好地讲清楚“现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价值追求,体
现中国的文明自慎,防止落入大国竞争和文明冲突的陷阱,在全世界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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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美国学者雷默发表《北京共识》一文以来,“中国模式”迅速成为国外讨论中国问题的

一个热门概念。 毫不夸张地说,十多年来,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观察和表述

中国迅速崛起的核心新话语之一,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和各类媒体的报道中频频出现,直接影响着中

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建构。 与国外对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不同,虽然中国已经有学者对“中国模式”
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这个概念可以成立。① 但不少学者却明确提出在对外传播中使用“中

国模式”这个概念会有负面作用,要慎用或不用。[1] 在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中,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

①政治学者郑永年前几年曾批评说:“ (在中国)除了媒体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 (郑永年:《中国模
式:经验与挑战》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前言”第 XXVI 页)但事实上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一些学术研究成果,除了郑著,代表性的
学术专著还有成龙的《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潘世伟等的《中国模式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等,论文也日渐增多。 著名政治学者如俞可平等人也对相关问题做过探讨。



非常罕见。
笔者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成功走过 40 年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成立 70 周年纪念,而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历史时刻,特别是在中国正面临美国通过贸易战、技术战等手

段全面打压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而且也有必要在对外传播中运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讲好中

国故事,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 问题的关键是要在全面了解国际社会关

于“中国模式”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中国模式”的话语权也即解释权,以高度的文明自信阐

明中国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并以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回应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大国的焦虑。
深刻理解运用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并运用好这一概念开展对外传播,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野来

考察和思考相关问题。 所谓文明传播,这里指的是基于人类区分最大的社会单位———文明———来考

察相关传播和交流活动,也即把文明作为传播的主客体来考察相关现象。① 从这样的层级考察传播

活动,不仅是因为正如亨廷顿所言,“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

的发展” ,[2] 更是因为今天中国的对外传播,尤其是对西方的传播,必须置于文明传播的视野才可能

真正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从而讲好真实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国。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人类最大社会单位之间的传播,文明传播由于其主客体的超宏大性、内容的

超丰富性和过程的超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在一项具体研究中全面完整地剖析其方方面面的要素和特

点,因而必须选择合适的分析视角。 考虑到不论何种传播,都是始于传播主体的编码,终于传播客体

的解码,而编码和解码会受到多种因素,包括心理因素的影响。② 特别是考虑到不同文明文化结构差

异的复杂性,从心理因素———主要是心态———出发考察文明传播应该是一条相对比较简捷和可操作

的路径。 有鉴于此,本文着重从中西文明在近代传播过程中的心态变化来讨论其对中西文明传播实

践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文明自负、文明自卑、文明自信、文明自慎四

种文明传播的心态来展开分析。 从人类文明传播史来看,前三种心态在文明传播实践中是普遍存在

的,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不同文明的传播活动,而第四种心态,则是作者认为防止一种文明在文明传播

中从文明自信滑向文明自负的关键心态。 下文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展

开的。

一、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模式的主要观点及文明传播视角的原因分析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西方学者提出,并迅速流行起来的。 因此讨论是否要使用这一概

念开展对外传播,讲述中国故事,首先要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模式的评价及

其深层原因。
(一)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观点

从现有研究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评价整体而言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对中国模式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不仅承认其存在,而且对其前景和意义持积极肯定的

态度。 前文已经指出,就成为描述中国的热门话语而言,“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最早就来源于美国学

者雷默的“北京共识” ,从现有研究和相关资料来看,自 2004 年以来,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和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或者研究涉及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已经出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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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拙文:《文明传播中的受众动机与传播效果》 ( 《南京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12 期) 。 把文明作为主客体来讨论相关传播现
象,是笔者在此文中最先提出的。 简单来说,所谓文明传播,指的是文明之间的信息交互流动。 这是一个国内外传播学者尚少关注却
非常重要的传播现象。 事实上,文明传播既对从传播视角理解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对拓展传播研究的领域,提升传播研
究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非常值得学界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 2005 年,学者毛峰等曾出版了《文明传播的秩
序———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一书,这是笔者所见国内学者最早使用“文明传播” 这一术语的著作。 但书
中的“文明”指的是人类发展的进步程度或者也可以视为是文化的代名词,与笔者把文明视为最大的社会单位与传播主客体不同,换
言之,彼“文明传播”非此“文明传播” 。

相关经典研究可参看卡尔·霍夫兰等著《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模式,并对其持积极评价态度。 除雷默外,代表性学者还有:前世界银行驻中国经济学家 A. 盖保得

( Albert
 

Keidel)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 R. L. 库恩( Robert
 

Lawrence
 

Kuhn)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

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D. 兰普顿( David
 

Lampton)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 John
 

Naisbitt) ,[3] 以及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著名日裔美国政

治学家福山等。 此外瑞典、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也不乏对中国模式持肯定态度的学者。
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俄罗斯以及不少亚洲、非洲乃至拉丁美洲的国家更是对中

国模式持积极的态度,这种肯定不再局限于部分学者的研究之中,而是扩展到政府和媒体层面。 比

如俄罗斯从政府、学者到媒体都对中国模式有相当积极的评价。 而前巴基斯坦总理曾公开赞扬:“中

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希望” 。[4] 英国学者里奥·霍恩( Leo
 

Horn)则发现,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正将目

光转向中国,寻找他们自身发展困境的解决之道。 从委内瑞拉到越南,均被中国模式所吸引,伊朗、
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也邀请中国官员和学者来授课。[5]

第二种是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对其持否定态度。 这种态度又可以细分为三类。 一是认为中

国模式难以为继,必将走向崩溃。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内有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外有美国

的制约,只要中国国内不稳定性加剧,或者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打压,甚至回到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

经济就会崩溃,因而也就不再能维持所谓的中国模式。 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力很有限。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模式难以复制与输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足和缺陷,则限

制了中国模式输出的可能性,其他国家最多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但还到不了模式复制的程度。[3] 三

是认为中国模式威胁到了西方模式,并持激烈批判态度。 这大概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模式的

主要观点。 他们炮制了“中国模式威胁论” ,宣称中国模式的兴起将损害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会挑

战西方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甚至引起东西文化之争。[3]

第三种是根本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 持这种观点的人当然包括部分态度谨慎的学者,但更主要

的原因是出于西方的傲慢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力的刻意打压,正如郑永

年所言,这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 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

配产生一个模式” 。[6] 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者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存在问题的发现,或者认为中国的道路

不过是东亚模式的变种,并不具有独特性,声称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发展的道路与制度,不过是一

种时髦术语。[5]

(二)不同观点背后的深刻原因———文明传播视野的分析

对一个概念存在争议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仔细研读学者们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不难发

现这些不同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判断,而是意识形态和文明立场的折射。 因此要深刻理解

或者说把握产生这些争议的深刻原因,必须从文明传播的视角着眼。
按照学界一般的说法,“中国模式”概念的兴起源于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 ,而“北京共识”是针

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 从狭义来看,不论是“北京共识”还是“华盛顿共识” ,关注的都是经济发

展的道路问题,似乎只是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但是,由于这种讨论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和文化纠合在

一起,因此很自然地就上升到对道路与制度的讨论,并最终上升到文明竞争的高度。 因此“北京共

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对弈,也很自然地被视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比拼。
如上所述,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模式”影响好坏的不同观点,固然有不少是出自单

纯的学术判断。 但且不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所谓客观的学术判断其实都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某种

文明和价值观的知识体系之上,而且很多观点本身就鲜明地展现着意识形态和文明的立场。 具体而

言,对中国模式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和政治家的相关言论,背后其实也不乏文明因素的影响,而持否定

态度的观点,则更直率、鲜明地展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立场。 更进一步说,对 21 世纪的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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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媒体和政治家来说,这种观点不仅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竞争的自然反映,更是基于其独特的

文明立场和文明观念的必然产物,同时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文明优越感和文明衰落焦虑。
所谓西方的文明优越感,是指欧美国家对所属西方文明的高度认同和荣耀感,在与其他文明的

比较中有高人一等,乃至把自身文明视为文明本身的心理状态。 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他们把自

己的制度模式视为普世的真理和“历史的终结” ,并因而根本否认有可以与西方模式并立的其他模

式。 在他们看来,如果西方之外还有模式,那也只能是日韩等国的所谓“东亚模式” ,也即实质上还是

走向西方的模式。 毫无疑问,这样的心态已经超越文明自信,走到文明自负的地步了。
文明衰落的焦虑,是指西方某些人对中国崛起造成的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国家实力

对比的结构性变化产生的忧虑。 从历史来看,衰落焦虑是西方文明特有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情绪

至少从 18 世纪以来就深深根植于西方文明之中,而当代以西方文明捍卫者自居的美国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产生了严重的衰落焦虑,[7] 21 世纪最近 10 年以来,中国尤其成为其衰落焦虑的首要

乃至唯一对象。[8] 当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代表美国国务院说出“这是我们第一次

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 [9] 时,我们不宜把这句话仅仅看作是她个人的胡言乱语,而应该将

其视为西方文明衰落焦虑的一种官方表达。 正是基于这种衰落焦虑,不少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才对中

国模式持非常敌意的态度,把中国模式视为西方模式的威胁。[6]

那么,西方国家因何会产生文明优越感和文明衰落焦虑呢?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文明传播的

角度思考。 优越感是比较而来的,没有比较,就没有优越感。 从文明传播的历史来看,西方文明的优

越感是自 1500 年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日渐强大和全球扩张的过程形成的,而这一时期,中国文明、
伊斯兰文明恰恰处于衰落之际。 首先表现为在器物层面落后于西方文明,然后延伸到被认为在制

度、精神等层面都全面落后于西方。 简言之,是西方文明把人类带进了“现代” ,而在近 500 年的世界

历史发展中,伴随着西方文明对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的改变,西方文明对自身的自信达到了极点,把西

方文明看作现代文明本身,而其他文明则被认为是传统、愚昧、落后和前现代的,它们的唯一前途或

者宿命就是向西方转型。 这是西方文明优越感的深刻历史原因。
文明衰落焦虑与文明优越感其实是西方文明高度自信的一体两面。 西方文明的衰落焦虑传统

历史悠久,今天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如果说 20 世纪初斯宾格勒写《西方的衰落》时,焦虑的还是西

方文明由于内在原因的衰落,20 世纪 90 年代亨廷顿推出“文明冲突论”之后,西方文明的衰落焦虑

开始正式从文明力量对比的外在原因开始着眼,而 21 世纪以来,中国成为西方文明衰落的首要乃至

唯一假想敌。
极度的自信,就难免产生自负的心态。 人是这样,文明也是这样。 美国等西方国家某些人对中

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批判和否定,从文明传播的深层原因来看正是文明自负作祟,可惜他们自己缺

乏反思,而国内学界也缺乏自觉地从文明传播角度考虑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问世。

二、从文明传播的视角理解运用“中国模式”讲述“中国故事”的必要性

既然如上文剖析的那样,西方对中国模式的立场和态度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角才能发现其深层

次的原因,那么,运用“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论证,同样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角展开。
具体而言,从文明传播的视角来看,在对外传播中运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既是回应国际话语,争
夺话语解释主动权的需要;更是讲清楚中国发展方向,展示中国文明自信的需要。

(一)回应国际话语,争夺话语解释主动权需要“中国模式”
依据传播学的象征互动理论,传受双方必须拥有共同的意义空间,传播才能成立,而扩大双方共

同的意义空间则有益于双方的深入理解。[10] 概念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是构成意义空间的重要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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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双方共享的概念越多,显然越有利于传播效果的提升。
具体到本文的讨论,之所以主张我国在对外传播中,有必要运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来讲述中

国故事,最直接的原因是近十几年来,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讨论中国问题的

核心话语之一。 或者说相比于我们在对外传播中经常使用的“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这个语言符

号在西方更流行,也更符合西方语言习惯。 正如学者指出:“ ‘模式’这个词国际上更通用,一讲人家

就明白,‘道路’这个词国际上不怎么用,国际沟通中的难度也更大。” [11]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避免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放弃了对国际社会正在广泛使用的

这个概念的解释权,因而也就自觉地放弃了相关的话语主导权。 这对讲好中国故事,建构良好的中

国形象是非常不利的。 上文已经梳理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三种态度。 在本文

看来,缺失了中国自主的阐释,不论是哪种态度与立场,对中国向世界讲清楚中国故事,建构良好的

国家形象都是不利的。
譬如,有不少国际人士,包括部分西方学者不但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中国模式,而且认为这个模

式可以超越或取代西方模式。 这类观点一般都很受国人的欢迎,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的态度,是对

中国发展成就的积极肯定,相关的著作和言论也往往会在中国得到迅速的翻译。 比如马丁·雅克的

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就曾经在中国国内受到热捧,很多著名学者为其做了热情的推荐。 但是,中
国的今天及未来真的合适用马丁·雅克的一些观念和话语描绘吗? 比如把新的世纪称为“中国的世

纪”一定对中国有利吗? 我们真的有野心让北京做“未来的世界之都”吗? 中国真的追求回复朝贡体

制,乃至建立“全球朝贡体系” [12] 吗? 这些看似赞誉中国的话语,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到底是有利

呢? 还是有害呢? 这些并不符合中国价值和中国事实的话语在中国受到热捧,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国

家形象呢?
如果以肯定的语调来谈论“中国模式”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也有害的话,那么以敌视的口吻来

批判“中国模式”或者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就更为不利了。 前文已经指

出,批判是西方对“中国模式”的主要态度,这些批判或者渲染“中国模式”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或者

批评“中国模式”缺乏自由,或者干脆宣称“中国模式”不能持久或者说中国根本就不配拥有模式,所
谓“中国模式” ,不过是“东亚模式”的变种。 不论这些批判是如何相互抵牾和矛盾,它们围绕“中国

模式”这个概念做出的论断都给中国建构良好国际形象的努力造成了极其负面的不利影响。
综上,由于“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已经成为近 10 多年来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讨论中国问题

的一个核心话语,但是由于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刻意避免使用这个概念,因而事实上把对“中国模式”
的定义权、解释权拱手让给了西方。 在传播活动中,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是话语权的基础,因此现

在这种在对外传播中对“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避而不用的做法无疑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对外传播中的

话语主导权,影响了中国真实故事的对外讲述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给“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

论”等论调提供了市场,甚至被某些人用来讨论其所谓“文明冲突”的观点。 因此在未来的对外传播

中非常有必要主动运用“中国模式”这个已经广泛流行且符合国际表达习惯的概念,以便能回应国际

话语,掌握“中国模式”的解释权,驳斥西方特别是美国某些人运用这一概念对中国的污蔑和抹黑。
(二)讲清楚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的文明自信更需要“中国模式”
相比于回应国际话语,争夺“中国模式”概念的解释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的文明自信是中

国在对外传播中应该使用这一术语的深层原因。 理解这一原因,也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角切入。
传播的本质是一种信息交流。 文明传播虽然由于其主客体的宏大和过程的巨大复杂性而呈现

出诸多不同于一般传播的特点,但无非也是一种信息交流,具有传播的共性。 作为信息交流,最理想

的状态无非是主体能够准确地编码信息,而客体能够准确地解码信息。 但我们都知道,由于各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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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实上传播效果的理想实现非常困难。 其中困难之一就是双方的话语体系或者说概念体系不一

致。 正因为如此,对传播主体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概念和话语来准确表达自己,并能获得传播对象较

为准确的解码就成为传播活动中至关重要基础。 从这个意义出发,所谓“讲好中国故事” ,首要和根

本的是“讲清楚中国故事” 。 而要“讲清楚中国故事” ,首先需要把握“中国故事”的实质,其次需要选

择好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
那么什么是“中国故事”的实质呢? 从长时段或者文明传播的大视野来看,所谓“中国故事” ,从

根本上来说就是传统中国在近代遭受西方文明侵略和冲击之后,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衰落走向复兴

的故事。 “讲好”或者说“讲清楚”中国故事,就是准确阐释“现代中国”在这一转折和复兴历程中的

发展逻辑和未来方向。
从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不仅更容易被国际社会理解,而且能够更全面、

清楚地涵盖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展示中国文明发展和复兴的内在逻辑,因此是讲清楚中国故事

应该运用的合适概念。
为了阐释清楚这一观点,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中国模式”和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常常使用的“中

国道路”的内涵。 就二者的内涵广狭关系而言,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道

路”与“中国模式”是并列的,中国道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国模式指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13]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 和“中国道路” 几乎是同义语,
“在广义上, ‘ 中国模式’ 和‘ 中国道路’ 是相通的,两者表述了大致同样的东西,只是侧重点不

同。” [14]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模式”中改革模式层面的内容。 例如著名政治学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在《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一书中,就把中国的改革模式视为中国模

式第二个层次的内容,指出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为这个层次。[6] 当然,还有其他关于“中国道

路”与“中国模式”关系的讨论。 不过整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学界主流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模式”或

者包含“中国道路” ,或者等同于“中国道路” ,即使认为“中国道路”比“中国模式”范围更广泛,也认

为后者是前者制度化的或者说模式化的表达。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内涵更广泛,可以囊括“中国道路”之外,“中国模式”还有更明确的一层意

涵,即基于文明的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包括其发展道路和最终形态———注定有不同于西方

的特征。 相比较而言,“中国道路”其实有一种中外可能都未意识到的隐喻,而这种隐喻的实质体现

了西方对现代化主导性的话语权。 但“中国模式”则内涵有中国文明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方向

的规定性影响,从文明传播的特点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会有诸多源自西方的现代因素,但一定不

是西方的翻版,而是传统中国文明在经受了西方强烈冲击之后自主的现代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模式”比“中国道路”更能讲清楚“中国故事” 。

当然,相比于讲清楚“中国故事” ,运用“中国模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是展示中国的“文明

自信” 。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呼吁亚洲要“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铸

就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15] 这句话其实

包括了两个重要的判断:其一是亚洲文明包括中国文明的“文明自信”尚显薄弱;其二是缺乏自信的

文明很难真正在文明传播中做到平等地交流和互鉴。
先来说第一点。 单就中国而言,如果说传统中国文明不免有天朝上国的自大和自负,那么近代

以来在屡次遭受西方文明的冲击之后,无疑逐渐产生了文明自卑的心态,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达到极点。 20 世纪初“全盘西化论” 、废除汉字等奇谈怪论的出现,就是这种“文明自卑”心态的极端

呈现。 中国也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成为西方各种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试验场。 西方则成为真理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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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唯一制定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物质力量的迅速增长,
中国文明的自信心逐渐增强,但文明的自卑心理并未完全祛除。 最重要的表现,不少人依然不能以

平和的心态看待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把差异都理解为中国对于西方的差距,对西方理论和概念依然

有迷信的一面。 具体到“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有学者认为:“羞于提‘中国模式’实际上反映了一种

政治不自信……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 [14]

必须指出,这样的观点有偏颇之嫌,但不能不承认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某种客观现实。
就第二点而言。 从近代中西文明传播实践来看,当一个文明在文明传播中抱有文明自卑心态

时,虽然学习或者接受其他强势文明的积极性可能会很高,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对强势文明的误

读,并最终影响到自身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 近代中国在富强中心观主导下对西方文明的“选择性

认同”和“特色式解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6] 而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文明传播效果。 与之相反,
只有在文明自信的基础上,文明之间才能真正做到平等的交流和有益的互鉴与融合。 中国古代本土

的儒家文明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致力于在推进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

时,不断提升中国的文明自信心。 继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三大自信之后,
十九大又特别强调了“文化自信” 。 如果说前“三个自信”表达了我党的“政治自信” [17] 的话,那么十

九大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这个提法,事实上就是向世界明确表达了中国的“文明自信” 。
因为文明作为以文化划分的社会单位,文化不仅是其最鲜明的标识,也是其最深厚的基础所在。 所

以当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时,其实也就表达了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今天的中

国已经具备了文明自信的心态。
自信的心态需要合适的话语来表达。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不仅能够涵盖中国的道路、理论、制

度自信,而且还可以涵盖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因素的中国发展内在逻辑和方向的必然性,内在地包含

了中国文明在经历了近代的衰败、冲击和艰难探索之后,今天已经发现并有信心坚持自己找到的发

展之路的内涵,一扫近代的文明自卑心态,展示了高度的文明自信。 因此,以“中国模式”来讲述“中

国故事”不仅恰如其分,而且恰逢其时。

三、运用“中国模式”讲述“中国故事”须建立在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基础上

如果主张使用“中国模式”是为了用国际通用概念更好地讲清楚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明自信的

话,那么在与西方共享“中国模式”这一语词的能指的同时,必须自主定义这一语词的所指,或者说必

须调整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历史叙事框架。 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突破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大国竞

争和文明冲突的世界史观,从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出发确立“中国模式”的所指和历史叙事框架。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我们需要了解历史观对历史认知的影响及两种历史观各自的特点及其对“中国

模式”话语的影响。
(一)历史观的重要性

学界普遍认识到了历史认知对人们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的重要性,相信就国内而言,特定的历

史认知深刻影响人们的政治认同;就国际而言,特定的历史认知则会影响人们对国家的敌友判断及

世界未来前景的预估。 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艾利森引用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所言:
“我们对现在的所有信念都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看法。” [18] 但必须指出,从根本上来说,是特定的历

史观而不是历史事实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从理论看,历史是过去的事实,求真是历史学最宝贵的精神。 但不得不承认,我们能看到或者讲

述的一切历史都不过是特定视角,也即特定历史观主导下的历史镜像,用经典的历史学理论表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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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19] 这还不包括政治权力对历史叙述和记忆直接粗暴的干涉。 就算是以

求真为己任、坚守所谓“价值中立”原则的历史学家,事实上也无法脱离其时代精神或者国家、文明立

场来叙述历史。 他们必须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或者说在一定的范式或者说框架下才能思考和叙

述历史。 只是囿于时代的主题和某种话语的强大,把某种角度的历史叙述当成了历史本身。 这个事

实一方面提醒我们历史观是如此重要,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历史观不过也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者说叙

事框架。 换言之,特定的历史观及其主导下的历史叙事只不过从一个特定角度揭示了部分的历史真

相,没有哪种历史观能揭示历史的全部真相。 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事实的发掘,当一种历史

观越来越难以解释新的历史研究发现的问题,或者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新需要时,必然会有新的

历史观出现,而历史叙事也会因此有了新的范式、新的话语、新的发现。
(二)大国竞争世界史观叙事框架下“中国模式”的话语困境

本文反对在大国竞争的世界史观下运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因为这个基

于西方文明特点和 500 年短时段历史形成的历史观并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述世界历史,揭示文明传播

的本质,而且由于其特定的倾向和叙事框架,会给“中国模式”的叙事带来负面的影响。
西方文明在 1500 年以来依靠前所未有的强大实力,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也主导了世界历史

叙述的话语权。 迄今为止,人类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叙事,主要还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之下。 但

基于近代西方文明好战的特点,[20] 这套历史观是以敌我、竞争、霸权等概念来建构历史的叙事框架

的。 正如学者赵汀阳所言:“如果找不到异己或者敌人,西方政治就好像失去了风向标,甚至失去了

激情和动力。” [21] 从西方具体的历史研究来看,几乎都是依据这种历史观、围绕这套话语体系展开

的。 我们熟知的在现代世界影响重大的著作如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 [7]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

世界秩序的重建》 [2] 、弗格森( Niall
 

Ferguson)的《世界战争与西方文明的衰落》 [22] 、安东尼·帕戈登

( Anthony
 

Pagden)的《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 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 [23] 等,都是这种历史观主导下

的产物。 很显然,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展下去。 这是由西方独特的文明追求和历史观决定的。 必须

承认,这样的历史观把人类文明不断冲突,或者说在冲突和战争中苦涩进步的一面揭示得非常充分。
但是,依然不过是揭示了人类文明传播史的一个面向而已,并没有能全面叙述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更重要的是,历史认知具有自我预期功能。 如果认为世界历史的主线是竞争和冲突,人类就不

可避免地要走向竞争和冲突,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修昔底德所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史》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规律,而西方国家之所以从威胁论的角度讨论“中国模式” ,并由此得出中美

未来很可能发生冲突的历史判断,也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 不论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艾利森

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还是前述美国官员关于西方首次面临非高加索人种和文明的挑战的胡言乱

语,其历史观都是一样的。 显然,当西方国家在这样的历史叙事框架中理解和讲述“中国模式”时,中
国的国家形象很难不是负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不少学者虽然强烈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恶意中伤,力图为“中国模

式”辩护,但由于其本质上共享与西方国家的世界史观,因而其关于“中国模式”的话语充满了超越、
第一、取代等词汇。 这样的叙述不但不能消减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忧虑,而且还为西方的忧虑

和批评提供了口实。 比如前段时间有研究报告很自豪地宣布“中国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 ,引起了全

国的热议。 又比如有的著作以《中国超越》为标题,充满了“中国第一”的自豪,宣称中国的崛起“不

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

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 。[11] 坊间和网络的相关话语更是处处可见,展现出一派重回汉唐盛世,天
下万国来朝的自负。 这些研究和论著的问题不在于其结论是否准确,中国是否超越了美国,而在于

其在显示文明自信的同时流露出令人担忧的文明自负心态,对一个尚在复兴过程中的文明,这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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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件好事。
(三)从文明对话世界史观讲述中国模式的必要性及话语要义

本文提出要从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讲述中国模式,首先是因为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能更深刻地

揭示文明传播与世界进步的内在关系所在。 从长时段的文明传播史来看,冲突和战争确实促进了文

明之间形式上的交流,但人类文明的真正进步依靠的是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融合创新,
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传播。 并且每一种文明都对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其他文明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

用,某种文明始终优越于其他文明的神话不过是因为缺乏历史眼光而产生的文明自负。
从文明传播的长时段历史视野来看,西方文明对近代世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世界是在西方

文明的引领和推动下步入现代的。 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文明的传播从来不是单向的。 中国文明

不论在技术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曾对西方文明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位于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

的伊斯兰文明不仅对人类文明发展有自己特有的贡献,在漫长的时期,还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
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中国文明之所以不断发展,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在各种形式的文明

交往和传播中吸收、借鉴和内化了其他文明的许多有益因素,使之成为推动本文明发展和进步的重

要元素。 正因为如此,单单从竞争和冲突的视野描述世界历史的主线是片面的,遮盖了文明发展进

步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如果我们承认文明的互鉴和融合才能真正促进人类历史的进步,那么,文明

对话的世界史观就有了其事实基础,而不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 除此之外,核武器等现代毁灭性武

器技术的发展,也使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有了现实的必要性。
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内在地要求自信平等,这是文明传播最理想的心态。 因为自信的文明才能

更自主地开放,也才能更平等地学习、交流。 但从人类历史来看,由于缺乏自觉的文明对话世界史观

指导历史认知,文明传播很难始终真正在文明对话的平等状态下展开,强大的文明往往容易自负,而
弱小的文明常常显示自卑。 对于正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首先要彻底摆脱近代以来的文

明自卑心态,树立真正的文明自信,其次要做到文明自慎,防止滑入文明自负的老路。
具体而言,从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讨论“中国模式” ,讲述中国故事,关键是要把握“现代中国”

的文明内涵,讲清楚“现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价值追求。 为此,需要明确讲清楚如下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现代中国”首先是“中国的现代” 。 这表明她建基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上,有其内在

的发展理路,因此必然不会照搬西方模式,成为西方亦步亦趋的忠实学徒,一定会有自己明显区别于

西方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特征。 这是文明自信的表现,也是“现代中国”的传统基因。
从长时段的文明传播史来看,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很难想象在西方文明冲击之前

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年,有自己独特、且从未中断的文明特征和传统的庞大中国,会因为西方文

明的冲击而尽弃中国文明的传统,通过全盘接受完全异己的理论、概念和价值观而走向现代。 但是,
近代以来由于严重的文明自卑情结,这样的思路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流思路,中国传统被无限

矮化、污名化,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的中国古代文明被用“封建” “专制” “野蛮”等来自西

方的一套话语描绘成一团漆黑。 在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方案和历程的描述中,也尽量避免与传统中国

文明发生关联,而是在西方主导的现代话语体系中艰难寻求中国的表达,即使偶尔提及并赞誉中国

传统,也只是在非常枝节的层次上展开。 对五千年文明自豪感的宣扬事实上仅限于将其视为博物馆

的辉煌陈迹———甚至于在内心或者公开抱怨她为什么会在开始即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究其原因,这些言论都是震怖于近代西方的强大,在西方话语体系的统摄下,以一种文明自卑的

心态来对待西方文明,在实际效果上,不但未能客观、准确地评价中国传统文明,其实也未能真正理

解和认识西方文明,从而在实践上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人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空影响,如果说近代中国的艰险处境使当时的思想者充满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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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和焦虑,未能以平和的心态理性看待文明传播的特征,从而深刻发掘传统中国对于现代中国的

规定性影响,认识到“现代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的现代” 。 那么在经过 70 年艰苦奋斗,特别

是改革开放 40 年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地

位和影响力也有了迅速提高,正在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之时,我们可以也必须在“中国模式”
的叙事中把这个特征明确讲清楚了,那就是“现代中国”首先是“中国的现代” ,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复

兴,中国传统的相关制度、理念、价值观会通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深度介入“现代中国” 。
第二,“现代中国”也必然是“现代的中国” 。 这是表明她的历史方位不同于传统中国,是在经受

了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全面洗礼之后形成的新中国。 就国家发展而言,这样的新中国必然具有

现代文明的普遍特征,不论是其基本的价值观,还是生活方式,都要具备现代的基本基因。 相对于传

统历史的悠久,中国的现代历史还比较短暂,因此不论取得如何伟大的成就,一定会以开放的胸怀、
谦虚的心态自主地学习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模式” 其实是“现代中国” 的发展模

式,内在地包含汲取现代一切有益因素,体现现代基本特征的含义,显然这样的模式一定还远未完

善,还在学习和调整之中。
强调这样一个基本观念,是谨防中国随着实力的增强,重蹈西方文明由自信走向自负的覆辙。

从人类历史来看,文明产生了自负的心态,同样难以以真正平等、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交流、对话,
汲取其有益的成分。 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都是明显的例证。 在以“中国模式”表达的“现代中国”的

发展模式中,把中国视为现代世界的新兵和后来者,认真理解现代世界的本质,遵循现代的规则和观

念,充分汲取现代各文明的优秀因素以建设自己为“新中国” ,然后再参与现代世界的治理、贡献中国

的智慧和力量应该是题中极要之义。
就国际秩序而言,这样的新中国虽然脱胎于传统中国,但绝不可能再简单沿用传统中国的“天下

观念”或中央王国的眼光来看待与他国的关系,一定会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从文明平等对话的立场

推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和维系。 这种秩序不同于大国争霸的旧秩序,当然也更不可能是恢复所谓的

朝贡体制,“将中国视为宇宙的中心” [18]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系统提出了中国关于文明对话的四个主张,即

“坚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 “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坚持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 。[15] 从文明传播的视角来看,这无疑体现了中国坚持文明对话的诚意,也充分展示了中国

的文明自信与文明自慎。 这样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运用“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最应有

的文明心态。

四、结语

2500 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路问他,如果卫国君主用他来治理国家,他会先做哪件事呢? 孔子回

答说:“必也正名乎!” [24] 在此之后,“正名”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 从

传播的角度来看,“正名”与话语理论的“能指”与“所指”颇有相似之处。 “名”是能指,为传播所需

的共同的意义空间带来了可能,而“正”就是要纠正“名”的不准确的所指,准确表达“名”本来的所

指。 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模式”也是一样,不能因为西方国家在运用“中国模式”概念时没有准

确表达中国模式本来应该的内涵就放弃使用,而是要给“中国模式”正名,讲清楚其准确的内涵。 所

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正名”依据的是当时的礼法制度,目的是讲清楚应然的统治秩序,追求儒

家理想的政治善治;而今天给“中国模式”正名依据的则是基于我们对文明传播规律及现代中国历史

方位与价值追求的定位,目的是祛除近代以来的文明自卑,以自信的心态面对西方世界,讲清楚基于

“中国传统文明”和世界现代历史双重基因的“现代中国”的故事,谨防落入大国竞争和文明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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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并最终在全世界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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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and
 

cor-
rect

 

response
 

to
 

the
 

Western
 

evaluation
 

of
 

the
 

" Chinese
 

model"
 

needs
 

to
 

be
 

star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assessment
 

of
 

the
 

" China
 

model"
 

by
 

Western
 

Countries
 

is
 

fundamen-
tally

 

based
 

on
 

their
 

own
 

specific
 

ideology
 

and
 

civilized
 

standpoints,and
 

is
 

the
 

product
 

of
 

the
 

world-historical
 

view
 

of
 

Big-Power
 

competition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which
 

shows
 

both
 

its
 

extremely
 

conceited
 

sense
 

of
 

civilized
 

superiority
 

and
 

its
 

strong
 

anxiety
 

of
 

civilization
 

decline. In
 

this
 

communication
 

context, China
 

should
 

use
 

the
 

concept
 

of
 

" China
 

model"
 

in
 

i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with
 

pro-activeness
 

and
 

preci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concept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for
 

the
 

needs
 

to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to
 

compete
 

for
 

the
 

right
 

of
 

interpreting
 

the
 

" China
 

model" ,but
 

also
 

for
 

the
 

de-
mands

 

of
 

telling
 

the
 

" China
 

Story"
 

clearly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civilized
 

self-confidence. The
 

concept
 

of
 

" China
 

model"
 

can
 

not
 

only
 

cover
 

the
 

confidence
 

in
 

its
 

path,guiding
 

theories,and
 

political
 

system,but
 

al-
so

 

the
 

necessity
 

of
 

intrinsic
 

logic
 

and
 

direc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based
 

on
 

deeper
 

cultural
 

factors. It
 

clearly
 

shows
 

the
 

only
 

wa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spiritual
 

status
 

from
 

the
 

civilized
 

inferiority
 

to
 

the
 

civilized
 

confidence.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discourse
 

dilemma
 

based
 

on
 

the
 

short-term
 

and
 

the
 

old
 

world-historical
 

view
 

of
 

Big-Power
 

competi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it
 

should
 

be
 

told
 

from
 

the
 

long-term
 

and
 

the
 

new
 

world-historical
 

view
 

of
 

civilization
 

dialogue
 

in
 

line
 

with
 

the
 

essence
 

of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ed
 

commun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 China’ s
 

Modern"
 

and
 

" Modern’ s
 

China"
 

contained
 

in
 

the
 

concept
 

of
 

" Modern
 

China"
 

concerning
 

the
 

key
 

issues
 

of
 

the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o
 

as
 

to
 

better
 

explai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the
 

value
 

pursuit
 

of
 

" Modern
 

China" ,which
 

may
 

reflect
 

China's
 

self-concerned
 

civilization
 

and
 

build
 

a
 

good
 

image
 

of
 

a
 

big
 

power
 

in
 

the
 

world
 

without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Big-Power
 

competition
 

and
 

civilization
 

c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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